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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于贫困及其正确的解决办法的认识

在不断演变。本文从道德哲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其他学科

的角度，评述古典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贫困与财富的性质与起

源，并向读者展现他们对于自助、互助、慈善和国家强制在消

除贫困中分别起怎样作用的看法。本文有一个篇幅更长的版本，

最初发表在彼得･霍芬博格（Peter Hoffenberg）和威廉･A.加

尔斯顿（William A. Galston）主编的《贫困与道德：宗教与

世俗的视角》（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一书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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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指的是一种伦理学、

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思想传统，它将个人自由放在政治考量的

核心，并认为自由（用约翰·洛克的话讲）是每个人享受“在他

所受约束的法律许可范围内，随其所欲地处置或安排他的人身、

行动、财富和他的全部财产的那种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他不受另

一个人的任意意志的支配，而是可以自由地遵循他自己的意志。”

1 

古典自由主义者尽管时常在自由的基础以及国家权力合理范围

的问题上有严重分歧，但一般都同意自由无需辩护的理论；也就是说，

干涉他人自由必须要有合理性辩护，而他们的自由行动本身是无需辩

护的。运用权力需要辩护；运用自由则不需要。2
 

古典自由主义思想通常为人们所接受的三个核心理念有： 

1. 以许多不同方式表达的信念——“个人拥有权利，有些事是任

何人或者团体都不能向个人做的（做了就会侵犯他们的权利）”；

3 

                                                             
1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ed. Peter Lasl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Second Treatise, VI, pp. 57, 306. 请注意，洛克的术语“财产”包括的范围远不止它在当代英语中的含意，在当

代英语中这个词仅表示洛克称之为“不动产”的东西。相反，洛克指的是“生命、自由和不动产，我统称为财

产。”同上, Second Treatise, IX, pp. 123, 350. 同样比较詹姆斯·麦迪逊的文章“论财产”。“这个词在其特定应用

中表示‘一个人以排除所有其他个人声称并利用控制世上的外部事物的所有权。’在其更广、更公正的含义里，

它包含了一个人可能赋予价值并拥有权利的所有事，其他所有人对其没有可能的优势。”National Gazette, 

March 29, 1792, http://press-pubs.uchicago.edu/founders/documents/VIchI6823.html. 
2 参见： Anthony de Jasay, “Liberalism, Loose or Strict,” Independent Review 9, no. 3 (Winter 2005), pp. 427–32. 
3 Robert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p.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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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秩序与和谐能够自发产生，无需有意识的干预或者推行计

划的认识。社会秩序与和谐是人们在权利（财产）的基础上自由

互动而没有预期到的结果。权利受到促进契约的法律规则的明确

界定、保护和组织； 

3. 认同受宪法约束的政府，政府被授权执行正当行为规则，但其

权力严格受限。 

因此，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传统主要出自三个学科——道德哲学，

社会科学和政治学（或法学），心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作为辅助性

的学科予以补充。这三个元素相互强化，形成了一套结构紧密，有关

自由、权利、政府与秩序之关系的理论。 

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先贤、为这三个基础学科——道德哲学（《道

德情操论》），社会科学（《国富论》），以及政治学或法学（《法

哲学演讲录》）都做出贡献的亚当·斯密，将这三大支柱用一段著名

的话连在一起： 

将一个国家带入最高的富裕程度，只需要和平、轻松的税负和一

个过得去的司法机构即可；其他的事情都会自然而然地实现。一

切阻碍这一自然发展的政府，比如强行将事物引向其他渠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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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想要在某个时点中止社会进步，都违背了自然，而为了支持自

己，它们必然要推行压迫和暴政。4 

 

定义 

 

古典自由主义与贫困问题有长期的联系，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它具

体上讲与经济科学联系密切，而一般性地看它又是在研究社会秩序和

改进的自发形式。古典自由主义者一直坚持认为，“国民财富”的问

题逻辑上先于“国民贫困”。贫困只有与财富比较才有意义，而财富

必须要有人生产出来。贫困是衡量财富的自然底线；没有财富生产即

是贫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彼得·鲍尔（Peter 

Bauer）对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

讨论的“贫困的原因”有非常著名的反驳：“贫困没有原因。财富才

有原因。”正如历史学家内森·罗森博格（Nathan Rosenberg）和小

L. E. 巴德赛尔（L. E. Birdzell Jr.）就此问题所说的，“如果我们放长

眼光来看人类历史，用现代的标准判断我们祖先的经济生活，我们看

到的会是一个几乎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5普遍贫困是历史中的常态；

过去两个世纪里的财富爆炸是需要解释的异常现象。 

                                                             
4 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在他已丢失的稿件《法学博士亚当·斯密的生平和著作汇总》中引用了这段话，出自 Adam 

Smith,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 ed. W. P. D. Wightman and J. C. Bryce, vol. 3 of 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2), p. 322. 
5 Nathan Rosenberg and L. E. Birdzell Jr., How the West Grew Rich: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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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这个词语，按照今天的理解，是唯独现代才有的现象。迟至

最近，很大部分人类仍然在经历着早逝、疾病、无知、几乎难以置信

的繁重劳动以及无法稳定获取维持生命所需充足食物的生活。许多知

识分子对于过去的描绘是极具误导性的，因为这幅图景几乎完全来源

于其他知识分子的写作，即出自于那些极少数能够享受闲暇书写自己

生活的幸运儿。这些记录难以代表大多数人的生活。人类在过去大多

数时候的生存物质条件与现在相比差异显著。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史

学家迪尔德瑞·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的话来讲， 

12是关键词。在英国和其他经历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国家，今天的

真实人均收入比 1780左右年多了 12倍。 

……即使是最为保守的估计，平均每人拥有的面包、书籍、交通

和纯粹娱乐都比两个世纪前的人均水平多 12倍。先前没有一个富

裕的时期能够接近现代的经济增长——巅峰时期的中国或埃及、

希腊的荣耀抑或是罗马的宏伟都未能企及。6 

1 ָ GDP ╦ Ѓ1500- 1998Є 

单位：美元（以 1990 年国际美元计） 

年份 

国家 
1500 1700 1820 1913 1950 1998 

英国 762 1405 2121 5150 6907 18714 

法国 727 986 1230 3485 5270 19556 

意大利 1100 1100 1117 2564 3502 17759 

荷兰 754 2110 1821 4049 5996 20224 

葡萄牙 632 854 963 1244 2069 12929 

                                                             
6 Deirdre McCloskey, “1780–1860: A Survey,”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1700, vol. I:  1700–1860, ed. 

Roderick Floud and Deirdre McClosk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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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698 900 1063 2255 2397 14227 

中国 600 600 600 552 439 3117 

印度 550 550 533 673 619 1746 

印度尼西亚 565 580 612 904 840 3070 

巴西 400 460 646 811 1672 5459 

墨西哥 425 568 759 1732 2365 6655 

美国 400 527 1257 5301 9561 27331 

爱尔兰 526 715 880 2736 3446 18183 

资料来源：A.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vol. 1: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and vol. 2: 

Historical Statistics (Paris: OECD, 2006), 92. 

 

生产性能量的爆发只是最近几百年的事情，1500 到 1998 年的人

均收入巨变就展现了这一点（见表 1）。从图表看公元元年到现在的

数据更令人震惊（图 1）。 

从 18 世纪中叶左右（对于西欧和北美而言；其他国家要在一个

世纪以后或更晚）起飞，突然而且持续的收入增长在人类历史上没有

先例。收入几乎从一条水平的直线转变成几乎竖直的增长，这才需要

解释。 

人类最早几代的生存条件——用现在的标准来评判——可以说

不仅仅是令人恐惧。古典自由主义史学、经济学和法学研究一直关注

于解释这场巨变的原因，而大体的共识认为，关键的变革在于有助于

生产财富的制度增多。 

古典自由主义者主张，解释财富生产——解释是什么让图 1 中的

突然上升趋势成为可能——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这场变革的突

然性，而且还有出于阐明概念的理由。贫困是没有发生财富生产的结

果，而财富不是没有发生贫困生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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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球经济发展 

资料来源：Maddison (2005a); GGDC (2005). 来自 Indur M. Goklany, The Improving State 

of the World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2007), 43. 

 

图 1 所示的财富爆炸的突然性，正是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主导话语

中对立于一种普遍贫困常态、而不是根据相对财富水平来定义繁荣的

原因。 

古典自由主义者试图解释财富的存在，而不是把它的缺失当做根

本疑团。用“贫困的恶性循环”来解释财富缺失的想法，受到了发展

经济学家 P.T. 鲍尔的批判： 

有钱是经济成就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前提。发达国家的存在就让

这句话的意思十分明白。所有发达国家最初必然是欠发达国家，

但却都在没有外部捐助的条件下发展起来。世界并非创制以来就

是两个部分，一部分享有已经造好的基础设施和资本存货，而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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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没有这些设施。此外，许多贫困的国家在现代发展经济学

和这个恶性循环的讨论出现的 100多年前迅速发展。事实上，如

果贫困恶性循环的概念是有效的话，人类仍将会生活在旧石器时

代。7 

几乎所有人种都脱离了石器时代。在那些人均收入增加的国家，

穷人受到显著影响，其地位乃至定义都发生了剧烈变迁。卡洛·希波

拉（Carlo Cipolla）就注意到“工业革命”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在

前工业时代的欧洲，它的一个主要特征（与其他所有传统农业社会一

样）是可悲的大众贫困与极少数巨富的奢华之一截然反差。8在前工业

社会，“穷人”指的是在饥饿边缘的人们： 

大多数人生活在维持生命的状态。他们没有储蓄，没有在不幸时

可以帮助他们的社会保障。如果他们长期没有工作，唯一的生存

希望就是慈善。当时是没有“失业”一说的。失业者就是穷人，

穷人又与乞丐同类，而这些词语的混用折射出那些时代冷酷的现

实。一到荒年或者经济停滞的年头，贫困的人群便显著增长……

前工业时代的人们习惯了乞丐数量的急剧波动。尤其在城市里，

饥荒的年份穷人的数量便会猛增。饥饿的农民逃离颗粒无收的乡

间，蜂拥至城镇中心，因为城里更容易得到救济，而且富人的宅

邸很有可能存着食物。塔迪诺（Tadino）博士的研究报导到 1629

                                                             
7 Peter Bauer, From Subsistence to Exchan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6. 
8 Carlo Cipolla,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 1 000ï1700 (New York: W. W. 

Norton, 1980), pp.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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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饥荒时期的米兰（意大利），在短短几个月里，乞丐的人数就

从 3554增加到 9715名。加士康（Gascon）发现在里昂（法国），

“一般的年份里，穷人占到人口的 6-8%；荒年里这个数字上升到

15%或者 20%。” 

没有独立收入是穷人的根本特征。如果他们活了下来，这是因为

有收入自愿通过慈善转让给了他们。9 

工业的大发展让穷人——以大量城镇工人的形式——在受过教

育的城镇居民眼前前所未有地突出。但他们已不再是等待救济的饥民

盲流。他们的地位发生了决定性变革。工业革命所推动的人口增长并

不是由于出生率的增加，而是由于死亡率，尤其是夭折率大幅下降。

“如果我们询问，”F. A. 哈耶克写道，“人们欠那些所谓资本家的

道德行为最多的是什么，答案是：他们的生命。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将

                                                             
9 同上，18–19 页。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威廉·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对获取营养在消除贫困上所起的

作用寄予厚望： 

“十八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发展的相对优厚的扶贫计划，和马尔萨斯等人对这一计划的恶毒攻击，造成了

政府转移支付对乞丐和流浪者的持续下降起了关键作用的假象。尽管在 1750 年至 1834 年英国的济贫

相当慷慨，乞丐和流浪者的数量在 10%-20%之间波动。尽管作为 1834 年济贫法的结果，转移给穷人的

国民收入的比重出现大幅消减，流浪者的数量却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急剧下降。 

事实是，政府转移支付没有能力解决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大部分时间乞丐和流浪者的问题，因为这个

问题的根本原因是长期营养不良。即使在救助计划最为慷慨的阶段，英国人口的最后五分之一也是如

此严重的营养不良，其缺乏工作所需的足够的能量。 

即使在通过进口补充的时候，十八世纪末英国的农业也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来为 80%以上的劳动力提

供维持日常手工劳动所需的卡路里。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英国的生产力大幅提高，这使得即

便是穷人也能拥有相对较高的卡路里水平。以十九世纪的标准来看，乞丐和流浪者被减少到相当低的

水平，人口最后的五分之一也能获取到足够的卡路里以从事日常工作。” 

Robert William Fogel, The Escape from Hunger and Premature Death, 1700ï2100: Europe, America, and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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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的存在归咎于剥削以前能够维持生活的群体。这完全是虚构。

现在虚构这个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人，要是没有他人为他们提供生存的

手段，是根本不会存在的。”10
 

古典自由主义者坚持不懈地揭露关于过去的错误想象——社会

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共享着这样的画面，绿意盎然的田园中，农夫们

怡然自得地游乐嬉戏，生活平静安宁，快乐无忧，而且家家户户都享

有一栋温暖舒适的小屋。11古典自由主义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

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在十九世纪中期描绘并反驳了这

种常见的对过去“黄金时代”的迷恋，这种迷恋至今仍与我们相伴（“啊，

50 年代那会儿，我们每个人都……”）： 

现在将过去称为英格兰的黄金时代已成为一种时髦，而在那时，

贵族所求之不得的安逸舒适，对现代的马夫而言却难以忍受；那

时，农民和小商人早餐啃硬面包，这种情况换到现在的济贫院里

也会引起骚乱；那时，一周洗一次衬衫已是上流绅士阶层的特权。 

而现在我们当中最穷的人也会认为麦考林时代的生活方式不可

忍受，正如麦考利颇有远见地承认： 

                                                             
10 F. A. Hayek,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p. 130–

31. 
11 经典的反驳可以在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s January 1830 review of Robert Southey’s 1829 Tory attack 

on industrialism, Sir Thomas More; or, Colloquies on the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Society,  in “Southey’s 

Colloquies,” in Macaulay,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Essays, vol. 2 (New York: Dutton, 1967), pp. 187–224 中找到。 

另见 T. S. Asht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60ï183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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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到我们注定被超越，也轮到我们被人妒忌。在 20世纪很可能

有……许多舒适和奢侈的东西，那些我们还不知道或只限于少数

人使用的东西，以后将在劳苦大众中普及。而且仍然会是这种状

况：宣称财富的增长和科学的进步只有利于少数人，却有损于大

众。12 

因为麦考利明白，在“贫困”和“财富”之间没有清晰可辨的天

然界限。今日的穷人享受着过去（甚至相对较近的过去）的富人不可

企及的舒适设施。（如果任何人怀疑这点，他或她该将五十年前顶级

富翁的牙科治疗体验和今日发达国家中最穷的人的体验比较一下；因

此说，谁会怀疑，从前的富翁会对今天工业国家中哪怕最穷的人所能

享受的麻醉和现代牙科技术眼红得要死呢？） 

比较的方法在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并不少见。德·孔狄亚克神父

（Abbé de Condillac）在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同年出版的一本

有影响的著作中，区别了单纯缺乏财富和贫困，“不能满足最基本的

需求才是贫困，而某人缺少某种他还没有需求甚至还不知道的财富不

算贫困。”13艺术和科学的进步，以及更多财富的创造引发了新的需

求，对这种需求的满足产生了新的消费形式。 

                                                             
12 Thomas Babingtom Macaulay,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II (Philadelphia: E. H. Butler, 

1849), 291–92. 正如麦考利在其《骚塞谈话录》中指出的，“如果我们预言，在 1930 年，英伦各岛会有五千

万的人口，他们有着比我们这个时代的英国人更好的衣食住行；苏塞克斯和亨廷顿郡会比约克郡西区现在最

富有的部分更加富裕；耕种将会被移至本尼维斯山和赫尔维林峰的高峰，农田富丽如园圃；每家每户都有用

目前尚未发现的原理建造的机器；铁路取代了公路，行驶取代了徒步；在我们看来很大的债务，在我们孙辈

眼里只是小事一桩，只消一两年就能付清，许多人会认为我们疯了。”（223 页） 
13 Étienne Bonnot, Abbé de Condillac, Commerce and Government Considered in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 trans. 

Shelagh Elti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1997), p.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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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补充了另一个额外的要素。贫困不仅存在于未满足需

求的意识中，也存在于将某人的情况以一种使人蒙羞的方式与他人的

比较中。羞辱感用来定义何为“必需品”的特征，也就是说，某人缺

少了这些东西就被认为是贫困的： 

我理解的必需品，不仅是维持生命不可或缺的物品，还包括任何

依据该国风俗，少了它，有信誉的人就会被认为不体面的东西，

哪怕是最底层的人也是如此。比如，一件亚麻衬衫，严格地说，

不是生活必须。我猜测希腊人和罗马人虽然没有亚麻也过得挺舒

适。但是在现代欧洲的大部分地方，一位有信誉的工人如果出现

在公共场合而又没穿亚麻衬衫的话，他就会感到羞愧。没有亚麻

衬衫暗示着他穷到了可耻的地步，也就是说，可想而知，除非混

得太差，否则没人愿意沦落至此……所以我理解的必需品，不但

包括那些自然的必需品，而且包括那些有关面子的习俗，使其成

为最低阶层人民所必需的物品。其他的东西，我称之为奢侈

品；……其性质并非维持生命所必需，而没有什么习俗认为少了

这些东西就不体面。14 

在绝对的和比较的概念下，财富和贫困的标准都变化不定。某一

年中，某人积累了某些资产就成了富人，而在以后更富裕的年代，同

样的资产却只是穷人，而在某个社会中的富人，在别的社会中就成了

                                                             
14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vol. 2, ed. R. H. Campbell and A. 

S. Skinner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1), pp. 8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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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 

与古典自由主义者关注财富作为一种需要解释的现象相一致，因

此，他们孜孜不倦地讲述，分析为什么有些人比其他人过得好或差。

斯密的大作广为人知的标题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成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之前的大

多数作者都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统治精英的财富混为一谈。相反，

斯密在其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国民财富的性质既非军事力量，也非

国王宝库里藏的金银，而是全国劳动力的年度产出，除以消费者的数

量，这一原则在现代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中得以坚持。15
 

因此，国民财富不是由统治者的武力或国库里的金条来衡量的，

而是由任选一国获得财富的机会衡量的：“致富容易的国家理当富裕，

或者某些国家中，得到了正确而明智使用的少量劳动力有能力为任何

人提供大量的各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16财富的原因或决定性因

素是制度，制度能创造生产财富的激励。那么，贫困，被认为是与财

富相反的背景，代表了创造财富的失败，而这种失败的原因是那些制

度或实践对财富生产的负激励，并且/或者鼓励掠夺性的财富转移，这

种转移直接令某些人陷入贫困，而另一些人则大发横财。 

机会被理解为从事创造财富的自愿行为的自由。如果机会分布不

均，很可能导致财富分布不均，这不是因为“社会创造”的财富总量
                                                             
15 “由于这个产物（或者说用它来购买的产品）与消费它的人数之间保持着一个时大时小的比例，这也就

将是一个国家随时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得到的供应的好坏。”（译者注：《国富论》，谢祖钧译）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vol. I, ed. R. H. Campbell and A. S. 

Skinner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1), p. 10. 
16 Adam Smith,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ed. R. L. Meek, D. D. Raphael and P. G. Stein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2), p.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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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得不公平，而是因为某些人得不到生产财富的机会，其后果是这

些人能生产的财富较少。古典自由主义者强调，每个生产行为本身就

是分配行为。如果生产的自由不平等，那么获得的财富也将不平等。

比如，得到了政府垄断授权的人因为没有竞争就能卖高价，由此获得

垄断租金，这种过程（现在被称为寻租）既将财富从一方转移到另一

方，而且在此过程中，消耗了已产出财富的积累，因为资源被转移到

寻租行为本身，远离了价值的生产，因而使得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比其

没有寻租行为时应达到的水平更少财富。17
 

如果某些人有权力强迫他人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

强权者的利益生产，这将使财富从被强制者处转移给那些施加强力的

人，有时以生产力的巨大净损失为代价。奴隶制、农奴制、强制征兵

和其他形式的强迫劳动将财富从一些人手中转移给另一些人。盗窃和

其他形式的非自愿转移，将财富从生产者那里没收，通常有利于没收

者的利益。18限制一些人与其他人竞争，产生了那些具有垄断性权力

的人的租金，牺牲了他们的消费者和潜在竞争对手的利益。在某一社

会中，如果一些人被法律强行禁止拥有土地，进行某些特定的交易，

或者不能以自由协商的价格购买商品，那么很可能会看到，被限制了

法律行为能力的群体和那些未被限制的群体之间的的人均收入差距。

                                                             
17 参见：Gordon Tullock, “The Welfare Costs of Tariffs, Monopolies, and Theft,”   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5, 

no. 3 (June 1967), pp. 224–32，以及 Anne Krueg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 no. 3 (June 1974), pp. 291–303. 
18 对于二十世纪最惊人的案例的详细描述，参见：Götz Aly, Hitlerôs Beneficiaries: Plunder, Racial War, and the 

Nazi Welfar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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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例子比比皆是。19
 

 

贫困的脆弱性 

 

就古典自由主义者看来，贫困的脆弱性依赖于制度设定。如果暴

力或以政治权力和强力夺取得到奖赏，强盗和政治野心家将因抢劫勤

劳工作者所创造的财富而获利，勤劳的人陷入贫困，失去了进一步生

产财富的动力，成为所有人中相对贫困的人。文明化的历史就是限制

权力和暴力的历史，有多种手段实现这种限制。20
 

如果法律秩序的特征是定义明确受到法律保护并自由转移的财

产权，且严厉限制掠夺性行为，贫困将趋于从勉强不至于饿死转变为

相对富裕与否的问题，穷人较不富裕很大程度上是缘于缺乏生产财富

或储蓄的能力和意愿，而将其已得到的东西挥霍一空。也即，“性格”

（也就是所拥有的美德）21是一个因素，勤劳和节俭的人在这样的法

律秩序下不大容易遭受贫困，不管是在绝对或相对的意义上来评价。 

在相对自由和繁荣的社会中，相对贫困最好的指标很可能是一个

人接受国家救助的程度。他们认为这种救助趋于培养好逸恶劳和不负

                                                             
19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W. H. 哈特解释了种族隔离制度的起源和功能作为例子。W. H. Hutt, The Economics 

of the Colour Bar (London: Andre Deutsch, 1964). 白人统治的贸易工会成功地对黑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强加了

限制，因此消除了他们作为竞争对手，并获得了特殊租金。另见：Ralph Horwitz,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 

Africa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7).  
20 把驯服暴力作为创造储蓄、投资和生产力的一种手段是罗伯特·H. 贝茨（Robert H. Bates）的 Prosperity and 

Violenc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 (New York: W. H. Norton, 2001)一书的主题。 
21 关于自由主义的美德的研究，参见： Deirdre N. McCloskey, The Bourgeois Virtues: Ethics for an Age of 

Commer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另见： Thomas L. Haskell, “Capit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Humanitarian Sensibility,” parts I and II,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0, no. 2 (April 1985), pp. 339–61 and 

no. 3 (June 1985), pp. 54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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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恶习。典型的例子是在相对繁荣的英格兰实行的“济贫法”，

特别是为工作的穷人提供补贴的“院外救济”的“斯品汉姆兰体系

(Speenhamland System)”。22正如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他访问英

格兰后所写的《贫困回忆录》（Memoir on Pauperism）中认为，在富

裕国家比如英国，“法定慈善”的可利用性，在“济贫法”改革之前，

本身就是产生贫困的原因。他认为，这是因为这种制度已经创造了一

个永久性的贫民阶层。他的调查致力于解决一种表面上的矛盾：“看

起来最为贫困的国家在现实中却是导致穷人最少的国家，而在那些因

富裕而最受人敬仰的人民中，人口中的一部分却不得不靠他人的施舍

过日子。”23
 

托克维尔从他的调查中得出结论：“任何在永久性基础上建立法

定慈善的措施，并形成常设管理形式，从而都会创造一个游手好闲的

阶层，靠剥夺勤勉的劳动阶层为生。”24除了产生一些人依赖于他人

的激励外，“济贫法”还刺激了劳动者努力控制“院外救济”人数的

运动，以免新来者成为地方纳税人的负担。托克维尔谈到， 

法定慈善不但影响穷人的道德，同样影响穷人的自由。这很容易

得到证明。当时，地方政府受到严厉的强制，必须救济穷人，但
                                                             
22 “1795 年之后许多南方的教区，遵循斯品汉姆兰的法官的政策，开始根据基于面包价格和家庭大小的尺

度给予院外救济。其中没什么好反对的：只有明智和人道的人才能看到穷人的收入不会低于最低生活保障。

但是当局的许多人，混淆了工资收入者的问题和被救济者的问题，承诺弥补劳动者工资低于他们的标准的量。

与收入成反比的救济补助是补贴的最坏形式，因为其破坏了工人去要求，或者雇主去提供更高工资的激励。”
T. S. Asht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p. 89. 
23 Alexis de Tocqueville, Memoir on Pauperism (Chicago: Ivan R. Dec. 1997), p. 37.  
24 同上, p. 58. 托克维尔清楚地区分了“自愿慈善”和“法定慈善”，并赞同前者为在“两个阶级之间”建立了一个

“道德联系”，“ 这两个阶级的利益和激情常常共同作用使他们彼此分开，而即便被环境分开，他们是乐意被

调解的。”法定慈善则不同。后者允许救济的存在，但去除了其道德性。法律剥夺了富人的一部分盈余，而

不用参考其意见，而他仅仅把穷人视为立法者招致来瓜分他财富的贪婪陌生人。（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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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对住在本辖区内的人有救济义务。这是唯一公平的方式，

以求在法律形成的公共负担和将之以成比例的手段地分配给那些

必须承担的人之间达到平衡。既然在一个拥有组织性的公共慈善

的国家，个人慈善几乎微不足道，任何人因其不幸或恶习而无法

谋生都值得谴责，一直留在他的出生地，接受死亡的痛苦，如果

他离开，他将进入敌人的领地。教区中的私人利益，远比组织纪

律最好的国家警察能做到的更积极更强大，关注他的到来，跟踪

他的每一步，而且，如果他打算建立新的居住地，报告当局，将

他驱逐出境。通过他们的济贫法，英国人冻结了他们 1/6的人口。

他们象中世纪的农奴那样被束缚在土地上。所以，一个人被迫未

必他的意愿留在他出生之地。法定慈善使他甚至打消了他搬家的

愿望。25 

一种类似的由福利国家主义开启的控制机制深刻地解释了限制

跨国移居自由的狭隘政策，因为移民通常被福利国家的原住民视为寄

生虫，预示着将要消耗当地的财富，而不是为了互惠而来的潜在的财

富生产者。26
 

 

政治经济制度化意味着获取财富 

 

                                                             
25 同上，62–63 页。 
26 参见：比如，Jason L. Riley, Let Them In: The Case for Open Borders, esp. 91–125 里面的研究。莱利总结说，

“如果保守派担心僧多粥少——而且他们对任何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感兴趣——他们应该努力去限制福利支出，

而不是移民。”（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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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主要的促进生产的因素——其实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促

进因互惠而自愿合作的制度性框架。财富生产是制度性变革的结果，

这种变化创造了提高生产力和通过交易互利的动机。正如本杰明·富

兰克林所言：“这种大胆的新概念有强大的道德内容。人们第一次发

现了不必非要以剥削方式获得财富的可能性。在个人层面上，自愿交

换的观念是说在任何交易中，双方都期待着赢利。但同样的这点运用

于整个社会的层面时，意义甚至更为引人注目。国家获得财富的道路

是贸易，而非征服。”27源于这种洞见，古典自由主义者区分了获得

财富的两种不同的手段：生产和交换的“经济手段”和实施武力的“政

治手段”。28赫伯特·斯宾塞区分了两种典型的社会，“军事社会”

和“工业社会”：前者以命令和等级制为特征，后者则是合作和契约。

29
 

因为法律上的特权会导致财富和收入的差异，古典自由主义者致

力于识别和消除这些损人利己的特权。30因此，古典自由主义者坚决

战斗，反对限制贸易准入的行业特权；因种族、民族、宗教信仰和性

别对财产所有权或贸易准入设置的障碍；针对便宜进口商品的保护主

义壁垒，这种壁垒对消费者提价以让极少数国内厂商获利；以及广泛

                                                             
27 Benjamin M. Friedman, 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5), p. 

39.  
28 参见，比如，Franz Oppenheimer, The State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14). “有两种根本对立的方法，人

依靠它们获取物资满足他的欲望的必要方法。它们是劳动和抢劫，即一个人自己的劳动力和强行占有别人的

劳动力。”（24 页）另见：Vilfredo Pareto, Sociological Writings, ed. S. E. Finer (Totowa, NJ: Rowman and Littlei 

eld, 1976)，特别是对“掠夺”的讨论。 
29 参见，比如，Herbert Spencer, Structure, Function and Evolution, ed. Stanislav Andreski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1), pp. 153–65. 
30 参见国家强制种族基础的劣势的内容，Walter Williams, The State against the Bl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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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批阻挡人们改善其境况的努力的障碍。法律上的平等，贸易自由，

以及职业对有才干者开放是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关于社会进步的口

号。31
 

古典自由主义者为其努力取得的成果自豪。作为古典自由主义新

闻记者，E. L.戈德金(E. L. Godkin )1900 年在《国家》里写到：“这一

时代巨大的物质进步很大程度上正是要归功于自由主义的原理和规

则。人们从政府令人烦恼的干预中解放出来，致力于他们自己本能的

任务，即改善处境，所取得的奇妙成果将我们包围。”32
 

 

财富与不平等 

 

正如古典自由主义者不认为贫困是贫困的“原因”（在“贫困的

恶性循环”讨论中 P. T. 鲍尔批评了这种说法），他们也不认为财富

的存在是贫困的原因，如某些社会主义者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者坚

持不给予一个穷人商品和服务是这个人贫困的“原因”。33实际上，

自愿地获取财富是他人富裕的原因，而非他们贫困的原因。根据“萨

伊定律”，“是生产打开了对产品的需求”，可推定某一个人、某一

                                                             
31 亨利·萨默·缅因（Henry Summer Maine）从基于家庭成员的继承关系到作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的个人

自由和公民社会描述了“进步社会运动”。Henry Summer Maine, Ancient Law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2003), p. 170. 
32 E. L. Godkin, “The Eclipse of Liberalism,” The Nation, August 9, 1900. 他延续了一个非常悲观的脉络，“但现

在看来，其物质享受已经蒙蔽了当代人的眼睛，这是其发生的原因。在全世界的政治上，自由主义是一种在

衰退，几乎是一种已死去的力量。” 
33 参见： G. A. Cohen, “Incentives, Inequality, and Community,” in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vol. 

13 , ed. B. Peterson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1992), pp. 263–329，以及 Phillip Green, The Pursuit 

of Inequalit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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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或某一国家的财富将有利于与之交易的人。34
 

有一位积极的制造商，或者一位聪明的商人，如果在波兰或威斯

特伐利亚的遥远角落里一座半野蛮的荒凉小镇上，他能够做什么？

尽管不用担心竞争者，他也几乎卖不出东西，因为能生产的也很

少。而如果在巴黎、阿姆斯特丹或伦敦，即使他自己的行当有一

百个零售商竞争，他也有机会将生意扩展到最大程度。理由显而

易见：他周围的人要么无穷无尽地大量生产，要么用他们各自的

产品采购，也就是说，用从销售他已生产的商品中产生的货币采

购。35 

制度创造激励，而激励形成行为。如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所说，“制度提供了一个经济体的激励结构；随着这个结构的

发展，它形成了经济增长、停滞或衰落的变化方向。”36
 

结果通常不是选择的目标；至多，一个人能选择一个过程，而非

结果。看起来象是选择了某种结果（比如更高的工资），实际上，还

是选择了一种进程（禁止创设或履行低于某一特定工资的劳动合同）。

过程并非总能产生选择者所希望的结果。丹尼尔·夏皮罗指出“制度

                                                             
34 Jean-Baptiste Say, 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Augustus M. Kelley, 1971), p. 133.  
35 同上, 137. 另见：Jean-Baptiste Say, Letters to Mr. Malthus (London: Sherwood, Neely, and Jones, 1821), pp. 3–

4: “让我们仅仅回望两百年，并假设一个商贩带了大量的货到现在是纽约和费城的地方；他能把它都卖掉吗？

甚至我们假设，他已经在那里成功地创办一个农业或制造业设施；他能在那里卖出他生产的一件商品吗？毫

无疑问，不能。他只能自己消费它们。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恰恰相反？为什么运送到费城或纽约，或者在

那里制造的商品一定是以目前的价格出售？在我看来，显然是因为种植者、贸易商、现在甚至是纽约、费城

和临近各州的制造商创造或输送了一些产品，依靠他们购买从另外两者那里带给他们的东西。”古典自由主

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含意是显而易见的，并严重削弱了保护主义和帝国主义重商主义主张的论据。 
36 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 no. I (Winter 1991), p. 97. 另见：

Douglass C.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81), pp. 201–2：“制度

是旨在为了最大化原则的财富或效用而约束个人行为的一套规则、合规程序和道德伦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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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由其目标充分描述。”37因此，古典自由主义者基于干预不能产

生承诺的效果，批评了对自愿交换的大量干预。比如，最低工资法，

不能提高工资——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的增长才能提高工资，而这不受

立法命令的控制，而这种法律以禁止那些边际生产价值较低的人（典

型的是非熟练工，没受过教育的人和年轻人）用可能打动买主的价格

提供他们服务的方式，增加了失业，并迫使人们从自由市场转入黑市。

38
 

以权利和自由完全平等为特征的社会仍然会显示出收入的不平

等，就象不自由的社会那样。（如曼瑟尔·奥尔森在他的论文“苏联

式独裁理论”中所证明的，没有什么社会秩序能消除收入的差距。它

们通常只是掩盖了这种不平等。）39自由社会的不同之处是普遍的精

英循环——艺术、文化、政治和经济的精英。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在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秩序的“精英循环”所作的普遍性

研究中，他注意到这点，与军事社会相似，自由的、工业化的社会也

以精英循环为特征，但是基于完全不同的过程。在一个军国主义（“好

战”）的社会，战争提供了“普通士兵成为将军”的动力，但是在“工

商业社会”，最穷的人要获得财富需要自由和“工商业充分程度上的

发展以使数量可观的市民获得真正的机会”。40基于生产和自愿交换

的商业关系趋向于产生动态不平等的体系，而非保持纹丝不变的不平
                                                             
37 Daniel Shapiro, Is the Welfare State Justified? p. 5.  
38 “国家能够通过立法制订一个最低工资率，但它很难要求雇主按照最低工资雇用所有以前在最低工资率

以下被雇用的人。”（译者注：《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2), p. 180. 
39 Mancur Olson, Power and Prosper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pp. 111–34. 
40 Vilfredo Pareto, Sociological Writings, p.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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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体系；也就是说，个人和家庭可能在财富的相对范围内起起伏伏，

同时整个社会的财富积累一直增加。41
 

古典自由主义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分析自由社会里永远变动

不居的“财富分配”所得出的关键区别是“所有权”（一个法律概念）

和“财富”（一个经济概念）之间的区别。自愿的交换不仅构成对所

有权同样也构成对财富的真正分配，而且不仅是在参与交换的缔约方

中。当亨利·福特从供应商那里购买了钢铁、橡胶和玻璃，并雇佣了

工人来制造汽车，他不仅导致了财产从那些直接参与交换的人中易手，

而且还抬高了这些资源的价格，引起了那些用以制造马鞍的资源的跌

价，以及通过提高劳动的边际生产价值增加了工资。所涉及的财富的

转移远不止在这些交易中换手的财产价值。价值的改变决定了资产的

意义，也即对其所有者而言代表了多少财富，而价值经常改变，由于

引进了新的生产过程、品味改变，等等，致使某些人的财富增加，而

另一些人减少。 

因此市场经济看来是一种平衡的过程。在市场经济中，财富重新

分配的过程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在它之前，那些现代政客们惯于

建立的表面上相似的过程相比之下都黯然失色，无关紧要。市场

把财富给那些能掌握它的人，如果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理由，但是

                                                             
41 对于当代的证据，参见： W. Michael Cox and Richard Alm, Myths of Rich and Poo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尤其是对收入的向上流动的讨论（69-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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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政客们却将财富给予他们的选民，作为规则，这些人没有这

种权力。42 

古典自由主义者拒绝了财富的“自然资源”理论，代之以工业的

方式。财富并非我们所发现的，而是我们所生产的。因此，颇有影响

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区分了“现存的材料”（这

在现在称之为“自然资源”）和“财富”：“人们能做的一切都是，

对现存的材料进行再生产，变为另一种形式，这样可能会予其从前未

有的效用，或仅仅是扩大了其从前具有的效用。因此，事实上，这是

一种创造，不是物质的创造，而是效用的创造；我称之为财富的生产。”

43
 

比起那些资源少得多却由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管理的社会，许

多自然资源丰富的社会，人口却远为贫困。丰富的自然资源不是财富

的重要决定因素，这是发展经济学的老生常谈，可追溯到数百年前。

44古典自由主义的特点是相信凭借法律制度，明确定义基于合同和法

律的体系的自由交换的权利并给予法律保护，可培育财富的生产并消

灭绝对的贫困，或者亚当·斯密的“和平、低税和一个过得去的司法

当局”。45而且，生产和交换的自由削弱了等级制、种姓制，和其他

                                                             
42 Ludwig Lachmann,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n Lachmann, Capital, Expectations, 

and the Market Process (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1977), p. 313. 
43 Jean-Baptiste Say, 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 p. 62. 
44 乔伊斯·艾波（Joyce Appleby）在她的一章《作为证据来源的荷兰》中指出，为什么相对“资源贫困”的荷

兰达到了人均财富的极大高度：“荷兰人一直愿意通过保护个人主动性的兴盛来培育市场这个复杂的社会组

织。”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96. 
45 Adam Smith,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p.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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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硬的不平等形式。 

但是通过自由市场生产财富绝非古典自由主义者对贫困的唯一

回答。这种交换只是与贫困作战的大量广泛的合作行为的组成部分之

一。 

 

自助、互助、慈善与公共救助 

 

法律上的平等是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古典自由

主义者是扩展平等理念的先锋，将平等扩展到男女之间，以及所有的

种族、国家和社会群体。倡导女性参加工作的平等权利，消除基于性

别排斥女性工作的法律，倡导女性独立地获取、拥有和处置财产。促

进这些不仅是为了道德一致性的理由，也改善了许多女性的地位，消

除了她们对男性的被迫依赖。正如十九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废奴主义

者和女权活动家萨拉·格里姆克（Sarah Grimké）所说：“要改善和

提高女性的处境，让她得到合适的环境发挥作用和承担责任，几乎没

有比法律更大的障碍了。制定的法律摧毁了她的独立，粉碎了她的个

性。法律虽然是为她的政府设计的，她却对制定法律没有发言权，而

这些法律夺走了她的某些基本权利。”46
 

展现才干的自由改善了很多人的境况，包括受压迫者、一无所有

者、地位低下的人和穷人。自立障碍的消除和积极主张个人责任促进

                                                             
46 Sarah Grimké, “Legal Disabilities of Women,” in Freedom, Feminism, and the State, ed. Wendy McElroy 

(Oakland: Independent Institute, 1991), p.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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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立自助。 

但也有其他的手段。首先，与古典自由主义广为相关的是倡导慈

善作为改善大量穷人的手段。慈善最好由自愿的团体提供，帮助那些

运气太差陷入困境的人，或者那些需要他人帮助的人。对古典自由主

义者而言，关键是避免永久性依赖的情况。因此，伯纳德·柏桑奎

（Bernard  Bosanquet），英国慈善组织协会的支持者，深刻地批判制

度化的贫困，批判将穷人视为一个阶级的制度，这表现为，将之视为

现代思想中的道德观念，视为同情心和自我牺牲的永久性对象。曾有

这样的说法，“贫困成为了统计数字”。“下等人”成为了一个社会

阶层，具备刺激他人善心的被动的社会功能。47慈善的目的不是导致

进一步的依赖，而是培养慈善受惠者照顾他自己和他家人的能力。柏

桑奎基于命令和中央计划的经济社会主义会产生自私自利，而自愿合

作则产生对他人的尊重和同情。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活体

验看来验证这种预言。48甚至在现代福利国家的情况中，如诺曼·巴

里（Norman Barry）所说：“现在的经验表明，福利制度远非鼓励具

有共产主义思想和关心社会的‘个人’，而仅仅是在一种不同的情况

下再度产生传统的‘经济人’” 。49
 

                                                             
47 Bernard Bosanquet, “Institutions as Ethical Ideas,” in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 and Related Essays, 

ed. Gerald F. Gaus and William Sweet (South Bend, IN: St. Augustine’s Press, 2001), p. 280. 
48 如古典自由主义的苏联异见人士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在其回忆录里所指出的，“赫

鲁晓夫在他的一次讲话里离真理不是很远：‘如果我们国家的人们停止偷盗哪怕一天，共产主义早就建成了。’

但他未能理解的事情是，离开了偷盗，苏维埃制度根本无法运作。没有那些粉饰过的数据和操纵，没有一个

目标能被达成，而没有这个私人（因而非法）的主动性，我们国家什么也生产不出来。所有那些已成为名胜

地、没有数百万营业额的集体农庄和国家农场，如果它们没有被骗子们管理的话，一分钟都不能生

存。”Vladimir Bukovsky, To Build a Castle: My Life as a Dissenter (London: Andre Deutsch, 1978), pp. 150–51. 
49 Norman Barry, Welfar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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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先通过废除个人自由展示能力的障碍以促进自立自助之后，

古典自由主义者积极地推动并参与各种“友好团体”、“兄弟会”和

“互助组织”。这些社团将没多少办法的人的努力和他们面临的风险

都集中起来。友好组织在其社会运动的高峰时期，活跃的成员有数百

万，这让现在更为知名的当时的工会运动相形见绌。虽然其中有些团

体的根源甚至可溯及古罗马时代的丧葬协会，但它们前所未有的兴旺

繁荣却是在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纪的中早期。如奥托·冯·基尔克（Otto 

von Gierke）1868 年观察“互助协会法”：“在我们的世纪，自发的

创造性权力回到了人民手中：自由个人的互助协会，从未完全灭绝，

如今已经发展了大量的不同分支，能够适应最为广泛的目的。”50
 

这种互助协会不仅对疾病、事故、死亡和其他灾祸提供保险，而

且促进良好的品行和美德，比如礼貌、尊重妇女（殴打妻子的男性成

员通常将被驱逐出会），节制和慈善。通过自愿的联合，它们超越常

与古典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个人责任，自愿地包括了形式多样的集

体责任和互动合作。这些通常是古典自由主义对自由和社会秩序的观

念中不受重视的部分。大卫·施密茨（David Schmidtz）曾表示“正

是内在化的责任感（而非个人责任本身）让人们的生活得更好。引导

人们把他们自己作为一个群体承担责任的机制也有助于内在化责任

感，即使是以集体的方式。这样也能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51在

                                                             
50 Otto von Gierke, Commun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 Antony Blac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05. 另见：Antony Black, Guild and Stat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2003), esp. pp. 167–

83. 
51 David Schmidtz, “Taking Responsibility,” in David Schmidtz and Robert E. Goodin, Social Welfare and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p.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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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自由主义实现社会的秩序和发展的方法中，互助是历史上的关键

因素。类似婚姻，古典自由主义者并不会将这种组织视为对自由的限

制，而是对自由的实践。 

互助组织可能是有史以来文字记录最少的伟大社会运动的代表

（参见大卫·格林和大卫·贝托在《福利国家之后》一书中的文章）。

因民间结社的障碍减少或消除，它们在许多国家兴起，因营利性的公

司以基于精算的可靠保险政策与它们竞争，它们趋于式微（实际上，

某些互助组织转型成了保险公司，如美国现代伍德曼保险公司

（Modern Woodmen of America），保诚保险公司（Prudential Insurance）

和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Metropolitan Life）），52而福利国家取代了

它们。53
 

劳动阶层的人们自己会区别值得同情的贫困和不值得同情的贫

困。将资源集中以互助的穷人群体并不承认任何无条件获得帮助的权

利，而要区分哪些值得帮助和哪些不值得，不值得的人要么因为在他

们有能力提供帮助时对别人袖手旁观，要么因为他们自作自受才穷愁

潦倒。 

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和自愿组织的领导人一样，关注培养那些能

适合在在文明社会中取得成功的性格特征。用格林的话来说，互助组

                                                             
52 David Beito, From Mutual Aid to the Welfare State: Fraternal Societies and Social Services, 1890ï1967, p. 24. 
53 大卫·格林重视医学界在促进 1991 年国民保险法（National Insurance Act）中的参与，该法用由医生和他

们的政治盟友控制的垄断取代了由多个劳动人民友好组织创造的竞争市场。参见：David Green, Working Class 

Patients and the Medical Establishment；如格林冷冰冰地所指出的那样，用不自愿的税替代自愿会费来作为支

付来源的结果是，“付款增长远比在市场中容易得到。”（115 页）。另一个结果是友好组织的衰落，因为劳动

人民发现他们在为同样的医疗服务付两次钱——一次给友好组织或附属医疗机构，而另一次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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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成员 “不是由于物理空间上的接近、而是由于他们对共享理想

的热爱而团结。社团的中心目的是促进良好的品行，古典自由主义思

想而言非常重要的一种考虑因素，某些自由主义的鼓吹者趋于认为良

好的行为和对更好生活的渴望是理所当然。”54的确，从互助组织获

得救助是权利问题，但不是一种不劳而获或无条件的权利。 

互助让穷人能逃避与慈善相伴而来的家长式的傲慢施舍，通常只

有在走投无路的绝望下才寻求慈善。贫困困苦是个人要努力避免而不

想欣然接受的一种状态。 

慈善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它通常在帮助

穷人的序列中只排名第三，在自助和互助之后。征税以进行转移支付

被认为是最不可取的手段，只有在其他改善大量的穷人的方式都不可

用或不充分时才能采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文章《劳工的

主张》（The Claims of Labour）中写道： 

不管在这个国家或是在其他大多数国家，施舍金钱救济穷人从来

不是一种罕见的美德。已经有大量的慈善机构和对穷人的捐款。

如果新形式的苦难或者以前被忽视的穷苦阶层引起了人们注意，

那么以前怎么帮助其他人，现在就怎么帮助他们，没有比这更自

然的了。55 

长期以来，施舍救济被认为与神圣的义务相关，并且不出意外常

                                                             
54 David G. Green, Reinventing Civil Society, p. 46. 
55 John Stuart Mill, “The Claims of Labour,”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vol. 4: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Society, part I, ed. John Robs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7), p.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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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宗教机构来组织。在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中，通常把救济穷人理解

为一种慷慨和富有同情心的活动。56因此，古典自由主义者典型地会

认为救助危难之人的道德义务是不幸带来的一种结果，并且以推动各

种各样广泛的自愿安排来提供这种救助。自愿的救助是美德，值得赞

扬，但强制性的不是。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可找到一种

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虽然行善的情感在道德高尚的行为中是一种必要

的元素（“如果没有伴随着自我认可的感情，任何行为都不能恰当地

称之为美德”），57但公平的因素压倒了善行和慈善：他指出“我们

感到自己受到更加严格的约束，要依照正义行事，超过依照友谊、仁

慈或慷慨行事。实行上面提及的这些美德，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听任我

们自己选择，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我们感觉受到了某种特殊的方式

的束缚、限制和制约，以奉行正义。”58斯密所说的下面这段话，代

表了大多数他之后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核心道德承诺之一，“因而，我

们必须始终小心地区别：什么只是该受责备的，或是恰当的谴责对象，

而什么是需要使用强力来惩罚或阻止的。”59
 

后来的功利主义者提出将财富从富人那里重新分配给穷人，只不

过拿走了对前者价值微不足道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对后者却价值更大。

这种说法受到古典自由主义者坚决的反对，他们在这种观念中看到了

                                                             
56 用伯纳德·鲍桑奎（Bernard Bosanquet）的话来说，“道德……在于社会目的通过自身力量对个人意志的作

用。经济社会主义是一种让社会目的不是通过自己的力量，而是通过那些在公共权力的命令之下的强制性运

动或制裁获得开展的安排。”Bernard Bosanquet, “The Antithesis between Individualism and Socialism” (1890), in 

Bosanquet,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 and Related Essays, p. 329. 另见：Tibor R. Machan, Generosity: 

Virtue in Civil Society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1998). 
57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2), p. 178. 
58 同上, p. 80. 
5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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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与繁荣的社会赖以为存的普遍规则的威胁。60因此，用斯密的

话说，“个人决不应当把自己看得比其他任何人更为重要，以致为了

私利而伤害或损害他人，即使前者的利益可能比后者的伤害或损害大

得多。穷人也决不应当诈骗和偷窃富人的东西，即使所得之物给前者

带来的利益比所失之物使后者受到的损害更大。”这样做会违反“某

一条神圣的规则，就是在大致遵守这一规则的基础上，建立了人类社

会的全部安全与和平。”61
 

伯纳德·德·茹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对功利主义者再

分配的主张直言不讳：平均收入或财富以最大化福利（穷人福利的大

量提升补偿富人福利的少许减少绰绰有余）将有效地消除与财富相关

的更高级的文化消费，而再分配的鼓吹者一直强调这种文化，呼吁收

税转移资源以支持文化建设。德·茹弗内尔谈到，“所有的极端再分

配的鼓吹者都同时要求政府慷慨解囊，支持文化活动的整个上层建

筑。”62他指责他们自相矛盾，因为功利主义者为福利最大化再分配

收入的主张被政府转移财富支持受优待的文化机构：“因此出现了矛

盾，而且是极为明显的矛盾。那些因为这种（文化）支持计划而自发

地矫正其再分配方案的人，实际上否认了资源和行为的理想化分配是

能最大化满足感的分配。”63
 

J. S. 穆勒指出“对上等阶层强加一种道德或法律的义务，要他们

                                                             
60 参见同上，p. 163：“如果没有这个对普遍规则的神圣考虑，则没有人的行为可以被如此依赖。” 
61 同上, p. 138. 
62 Bertrand De Jouvenel, The Ethics of Redistribution, p. 42. 
63 同上, p.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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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下等阶层的良好行为和幸福生活负责，”不是自由社会的特征，而

是不自由社会的特征。正如他所说：“新慈善家【指强制救助的鼓吹

者】所争取的理想的社会状态”是“俄国农民”的状态。他继续道，

“其他的劳工们，不是仅仅耕种土地，而是大企业的工人参与制造业

生产，我们本国的法律，甚或我们当代的法律，会强迫雇主为什么人

提供健康的食物，以及充足的住所和衣服？这些人是谁？是西印度庄

园的奴隶。”64
 

强制性的救助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观念中不仅与傲慢的施舍相

关，而且与家长制控制体系和丧失独立自由相联系。济贫法的经验和

与之相关的行为控制仍然令十九和二十世纪自由主义者记忆犹新。穆

勒说道，“欧洲有些政府认为负责人民的物质上的幸福和安适是他们

职责的一部分……但是家长式的照顾与家长式的权威紧密相连。在这

些国家中，我们发现对婚姻的严厉限制。除非让当局满意于他挣钱养

家的合理前景，否则不许他结婚。”65
 

对这种控制的恐惧激发了古典自由主义者对“福利改革”方案的

大量反对，或至少是焦虑不安，方案要求为国家劳动作为接受救助的

条件。66
 

                                                             
64 John Stuart Mill, “The Claims of Labour,” p. 374. 
65 同上。伯纳德·鲍桑奎注意到了没前途的福利国家提供史：“我们常说一百年前工厂发展的时期是纯粹的经

济个人主义的时期。但事实并非如此；或许那时的万恶之首直接从故意松懈或‘社会主义’济贫法那里产生了。

提供被虐待的儿童的大多数情况下正是公共机构。”Bosanquet, “The Antithesis between Individualism and 

Socialism,” p. 330. 
66 同上。伯纳德·鲍桑奎注意到了没前途的福利国家提供史：“我们常说一百年前工厂发展的时期是纯粹的经

济个人主义的时期。但事实并非如此；或许那时的万恶之首直接从故意松懈或‘社会主义’济贫法那里产生了。

提供被虐待的儿童的大多数情况下正是公共机构。”Bosanquet, “The Antithesis between Individualism and 

Socialism,” p.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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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强制性再分配的主要顾虑与对济贫法的批评密切相关，而关

于福利政策和“外国援助”的争论持续到今天。这类政府措施是否的

确改善了穷人的状况，或只是使得鼓吹这些措施的人自我感觉良好，

仿佛他们已免除了道德义务，不是通过帮助他人而是通过政策呼吁。

对绝大多数古典自由主义者而言，评估政策重要的是看实际后果，而

不仅仅是所阐明的意图。67因此，当谈到再分配计划时，基于强制的

国家救助是否实际表现为穷人状况的改善？这一问题总成为古典自

由主义者关注的中心。 

在古典自由主义者对优先顺序的列举中，威廉·勒普克（Wilhelm 

Röpke）表示，“我们的规则和标准和我们完全乐于接受的理想应该

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和责任获得保障，以互助作为补充。”68某些古典

自由主义者接受国家提供最基本的救助，勒普克与之不同： 

当今时代，我们不能没有某些最基本的关于社会保障的强制性国

家制度。公共养老金，医疗保险，事故保险，寡妇补助金，失业

救济——在我们关于一个自由社会合理社会保障体系的原则中，

自然会有所有这些政策的一席之地，不管我们对之有多么不热心。

需要讨论的不是它们的原则，而是它们的程度、组织和精神。69 

因此，许多古典自由主义者已经接受了某些国家救助政策，只是

                                                             
67 Wilhelm Röpke, A Humane Economy: The Social Framework of the Free Market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71), p. 177. 
68 同上, p. 175. 
69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p.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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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勉强，并将之作为帮助穷人最不得已的手段。比如，米尔顿·弗

里德曼提出了两条理由，为了帮助穷人的目的，支持有限程度的政府

强制。第一条理由是行使法律强制以迫使人们为了自己的养老去购买

年金，因为“挥霍无度的人不用承受自己行为的苦果，却给他人强加

了成本。也就是说，我们不愿意看见贫困的老者遭遇悲惨的困境。我

们应该通过私人和公共的慈善帮助他们。既然不能自己养老的人会成

为公共负担。强迫他购买年金就是正当的，不是为他自己的利益，而

是为了我们其他人的利益。”70（他随即指出，“这一主张的重要性

明显是依据事实。”）第二条理由是实施法律强制以迫使纳税人作为

一个阶层支持那些陷入困境的人，这基于政府强制提供一种集体的

（或公共的）利益是自由主义范围中可接受的：“私人慈善不充分可

以得到证明，因为人们能从中获得好处，而不仅是那些作出捐赠的

人……我为贫困的景象感到不安。我将从减轻贫困中获益；但不管是

我或其他人为减轻贫困付出，我都同样获益；因此，我受惠于其他人

的慈善行为。”用弗里德曼的话说，这种考虑会建立“在这个共同体

中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之下的最低标准”。71
 

F. A. 哈耶克虽然不是热衷于福利国家的人，但也认为，基于提

供公共利益，某些政府提供的有限的福利是与古典自由主义原则兼容

的：“所有现代政府都已为贫困者、不幸者和残疾人提供救助，并认

为医疗和知识的传播是与它们相关的问题。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大量的

                                                             
70 同上, p. 191. 
71 F. A.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p.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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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服务性行为不能增进普遍的财富增长。共同的需要只能由集体的

行动满足，而无须限制的个人自由，就可提供这种行动。”72
 

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公共利益主张遭到了罗伯特·诺奇克（Robert 

Nozick）的反对，他提出了一种更为逻辑一致的古典自由主义反对国

家主义的解释。在讨论了公共利益的经济学和伦理后，诺奇克得出结

论：“既然强迫财产的所有者违背其意愿捐助会违背道德准则，这种

强制行为的支持者应该试图劝说人们忽视那些不赞同自愿捐助计划

的相对少数。或者，是那些不想觉得自己是‘冤大头’的人迫使相对

多数捐赠？即使他们本来能够不做这种选择。” 

古典自由主义者之间关于这些话题的争论十分活跃，集中于若干

问题，比如政府机构的能力和可信赖性如何——即使在民主监督之下

——或许，是否有任何强制从根本上符合自由主义的原则，以及是否

哪怕国家提供“安全网”也会启动培养依赖性的进程，并取代与古典

自由主义密切相关的互助协会网络。 

法学理论家 A. V.戴雪（A. V. Dicey）明确表达对国家救助的恐惧，

这种恐惧普遍存在于古典自由主义者之间： 

国家干预的效果好的一面，特别是以立法的形式进行的，是直接

的、即时的，也就是说，有目共睹的，而它的恶果却是渐进的、

非直接的，而且远离视野……几乎没人意识到这一不容否认的真

理，即国家的救助毁掉了个人自立自助。因此，人类的大多数几

                                                             
72 Nozick, 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p.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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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必然不可避免地期待着政府干预的不当青睐。在某一特定的社

会中，这一自然倾向只会因存在着有利于个人自由的观念或成见

而受到阻碍——也即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的思想，比如

1830-1860 年间的英格兰。所以，仅仅是对自立自助的信心的下降

——而这种下降的发生是必然——其本身已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

倾向立法的增长。73 

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中，将国家提供的服务的增

长和用强制手段替代自愿行为的措施的增长视为“新托利主义”和“奴

隶制来临”。74与十八世纪末期的其他古典自由主义者相似，他将国

家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兴起联系在一

起，认为它们都是以集体主义为共同根源的产物。75
 

对国家救助的恐惧不仅限于盎格鲁-撒克逊人，而曾是——且至今

仍是——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共同特点。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谈到，“致力于帮助因命运而较不得势的阶层，减少他们的

不幸，帮助他们尽力跻身于国民中的幸运儿之中，没有什么政府的职

责比这更为引人注目和崇高神圣。但请记住，如此众多的人类的所有

苦难正是源于这种社会组织的种种缺陷，而强加给政府保障和平均分

配生命中美好事物的任务，是完全忽视了人类的状况，抛弃了人类自

                                                             
73 A. V. Dicey, Lectur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Law and Public Opinion in England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8), p. 182. 
74 Herbert Spencer, The Man vs. the State, in Political Writings. 
75 关于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知识根源，参见：Sheri Berman, The 

Primacy of Politics: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Making of Europeôs Twentie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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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内在责任，并且通过虚假的希望激发糟糕的激情。”76威廉·冯·洪

堡（Wilhelm von Humboldt）对济贫法嗤之以鼻，因为它毁掉了慈善，

使人心冷酷：“有什么东西能趋于如此有效地抑制和毁灭所有真正的

同情心——所有满怀希望却最为节制的乞求——所有人与人之间的

信任？不是每个人都讨厌这样的乞丐吧？他发现在救济院得到救助

更为方便，却宁愿在饥寒中苦苦挣扎之后，以找到不光是一只扔给他

少量食物的手，还有一颗充满同情的心。”77
 

剩下的问题是对穷人的道德责任的程度问题。从古典自由主义的

传统里不易回答这些问题，原因很简单，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区分（而

很多其他的传统不区分）——哪些义务和责任能够强制执行，哪些不

能。一名古典自由主义者可能接受什一税（tithing）或天课（zakat）

的义务，但会坚持这种义务不能强制履行，这是一个人宗教信仰的表

达，因而是道德的——非法律的——义务。古典自由主义普遍性的趋

势已广泛地促进了对个人本身的关注，而不是对宗教共同体或民族共

同体的关注。不得伤害他人的责任适用于所有人，不管他们是否是某

人自己的共同体中关系密切的成员，或者是居住在遥远国家的完全陌

生的来客。如亚当·斯密所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纯粹的正义只

是一种消极的美德，它仅仅阻止我们去伤害我们的邻人。一个仅仅不

                                                             
76 François Guizot, “Mémoires pour server à l’histoire de mon temps,” in Western Liberalism: A History in 

Documents from Locke to Croce, ed. E. K. Bramstead and K. J. Melhuish (London: Longman Group, 1978), pp. 

335–36. 
77 Wilhelm von Humboldt, The Limits of State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40. 另见

德国自由主义者对俾斯麦的现代福利国家的反对的描述：Ralph Raico, “Der Aufstieg des modernen 

Wohlfartsstaates und die liberale Antwort,” in Raico, Die Partei der Freiheit: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Liberalismus (Stuggart: Lucius & Lucius, 1999), pp. 15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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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邻居的人身、财产或名誉的人，的确只有非常少的积极美德。然

而，他却履行了所有被特别地称为“正义”的全部规则，并做了与他

地位相等的人能够正当地强迫他去做、或者他们能够因为他不做而惩

罚他的一切事情。我们经常可以以静坐不动和什么都不做的方式来遵

守关于正义的全部规则。”78
 

积极义务，在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里，通常基于某人的行为以获

得（它们是后天的，而不是先天的）79就其本身而论，一个人不是生

来就有或被赋予对特定的人的可强制执行的特殊义务，因为这些人相

对贫困。因为他们致力于消除不正义，以一些人对他人施加伤害的形

式，古典自由主义者领导了废除强迫劳动和奴隶制的国际运动，80这

些运动促进了人类最穷和受到最大伤害的成员的自由和幸福。同样地，

古典自由主义情况下，对自由贸易的道德紧迫感已聚集了大量的注意

力，关注于拒绝为改善穷国人民的福利提供机会。穷国人民因有利于

比他们富得多的人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被牺牲。从对他们行为的强

制性控制中解放穷人，对穷人大有好处，同样对所有从事贸易的人大

有好处；古典自由主义者看到了互惠贸易中的收益。消除对某人自己

自由买卖的能力的限制，并不是对他人作出让步。十九世纪的德国古

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国会议员约翰·普林斯·史密斯（John Prince 

                                                             
78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p. 82. 
79 比较塞缪尔·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在“先天的”和“后天的”义务：“现在，义务可以根据其产生的原

因，被划分为先天的后天的。前者属于所有人出生后根据他们出生这一事实立即拥有的，考虑到他们的年龄，

一旦他们开始有能力理解其力量并通过理性规范他们的行为便充分发挥其作用……后天的义务是那些已经

出生的人，或那些由长官的命令或法律吩咐的人自愿承担的义务。”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Samuel Pufendorf, 

ed. Craig L. Carr, trans. Michael J. Seidl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50. 
80 参见，比如，在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urgot, ed. W. Walker Stephens (New York: Burt Franklin, 1971), esp. 

pp. 124–49 一书中描述的，安妮·罗伯特·雅克·杜尔哥在法国所做的消除强迫农民劳动（the corvée）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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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认为“废除进口关税，主要是一种对我们自己做出的经济上的

让步，而不是仅仅对外国的让步。”81
 

同样的逻辑已运用于移民，因为古典自由主义者广泛地推动迁徙

自由，正如贸易自由那样。82就此而言，古典自由主义者是通过言论、

贸易和旅行自由实现“全球化”的积极支持者。8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社会主义者和福利国家主义者常常装模作样，仿佛穷人的拥护者，与

此同时，他们却积极地捍卫对移民的限制。用铁丝网、武装巡逻以及

其他的暴力形式限制移民，将绝望的穷人拒之于富国之外。而在这些

国家他们本有机会改善自己的命运。古典自由主义者一贯反对这样的

限制，支持贸易、旅游和移民的自由，他们认为这种自由是国家再分

配计划的上佳的替代品。他们通常主张，国家再分配计划无法成功地

将人民从贫困提升到富有。 

尽管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之间常有重大的分歧，但他们都一致

认为，创造更多的财富是缓解贫困的解决之道。并且，因为结果本身

                                                             
81 John Prince Smith, “On the Significance of Freedom of Trade in World Politics,” in Bramstead and Melhuish, 

Western Liberalism, p. 357. 古典自由主义者对单边自由贸易的价值的坚决主张在近几年受到了更多的重视，

参见：Razeen Sally, Trade Policy, New Century: The WTO, FTAs, and Asia Rising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2008). 
82 关于最近的著作，参见：Philippe Legrain, Immigrants: Your Country Needs Them (London: Little, Brown, 2006)，

以及 Jason L. Riley, Let Them In: The Case for Open Borders。 
83 “全球化”一词有很多含义。例如，苏联让全世界被强加共产主义一党制的项目，这是一种“全球化”。即使

是民族主义和反世界主义势力也在推动一种“全球化”，以一种竞争性民族主义的形式，这是一种蕴含着无尽

冲突的理念。古典自由主义者已通过自愿贸易、观光、旅行、移民和思想交流促进了某些和平互动的普遍标

准。其结果是与各种各样的不同文化形式兼容的，尽管对那些被不同意的各方强加武力任何人是有敌意的。

关于古典自由主义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参见： Tom G. Palmer,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Homogeneity, Diversity, 

Identity, Liberty (Berlin: Liberales Institut, 2004), http://tomgpalmer.com/wp-content/uploads/papers/liberales2.pdf, 

and “Globalization, Cosmopolitanism, and Personal Identity,” Etica & Politica, no. 2 (2003), 

http://tomgpalmer.com/wp-content/uploads/papers/palmer-globcosmoidentity.pdf.古典自由主义者已经被社会主

义批评家贬低为“新自由主义者”，这是一个实际上没有古典自由主义者接受的词，部分是因为这个词被用来

不仅指自由贸易、旅游和移民，而且常常指由国家支持的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国

际开发署（USAID）支持的非常狭隘的国家主义发展计划，这些都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所历来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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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不是选择的对象，公正和有效的制度才是增加财富和减少贫困的

关键。此外，虽然许多人对国家向穷人提供救助留有余地，但都同意

缓解贫困的手段有优先顺序，级别依次是个人责任及自救、互助、慈

善、和最不可取的方案——国家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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